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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措施对排土场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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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海州露天矿排土场为研究对象，选取工程复垦、人工种植林地（榆树、刺槐和紫穗槐）和天然草地

３ 种恢复措施作为修复地，以荒裸地作为对照，研究恢复措施对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的影响，探讨生态

恢复措施对排土场土壤质量的改善情况． 结果表明，在同一土层中，修复地土壤脲酶、蛋白酶、蔗糖酶、碱性磷

酸酶的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显著高于荒裸地（Ｐ ＜ ０． ０５），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在提高上述 ４ 种土壤酶活性方

面显著高于工程复垦地（Ｐ ＜ ０． ０５），工程复垦能够显著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Ｐ ＜ ０． ０５），却不能显著提高

土壤微生物量（Ｐ ＜ ０． ０５）． 表层土壤中，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表现为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显著高于其他土壤

（Ｐ ＜ ０． ０５），深层土壤则为荒裸地最高． 从垂直分布上看，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

加而降低． 相关分析表明，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与土壤养分含量之间密切相关，说明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可以作为评价排土场土壤质量的生物学指标． ３ 种恢复措施对土壤质量的改善能力依次为人工林地 ＞ 天然草

地 ＞工程复垦地，在林种的选择上为乔木 ＞灌木．
关键词　 煤矿排土场， 土壤酶活性， 土壤微生物量， 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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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资源的大量开采给环境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排土场不仅侵占了大量的土地，而且会对土壤、
水体等造成污染，选用合理的生态恢复措施以改善该地区的土壤质量、恢复生态环境得到了政府的高度

重视． 目前，国内外关于排土场恢复措施是否可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理化性质、人工种植树木的长

势、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水土流失的防治效果等方面［１⁃３］，而关于利用生物学指标评价排土场恢复过程中

土壤质量的报道较少．
土壤酶是土壤中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土壤的利用和管理方式、植被覆盖量以及植物根系的分泌

物等均会对土壤酶活性产生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土壤酶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的肥力状况

及土壤环境状况的变化［４⁃５］ ． 土壤微生物是土壤碳、氮循环的主要介质，部分有机碳、有机态氮和营养库

被称作微生物量［６］ ． 土壤微生物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密切相关，土壤微生物量已被看作是可以评价土壤

质量的指示计［７］ ．
本文对海州露天煤矿排土场生态恢复过程中，不同恢复措施下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 的

变化特征及其与土壤养分的相关性进行研究，通过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对土壤生态改变的指示

作用，选取合理的生态恢复措施，为煤矿排土场选取最佳的恢复模式和矿区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辽宁省海州露天矿排土场，位于阜新市区西南部，年均降水量 ５３９ ｍｍ，蒸发量达

１８００ ｍｍ，是典型的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所处地理位置为东经 １２１°４１′，北纬 ４１°５８′，东西

长 ７ ｋｍ，南北宽 ３ ｋｍ，占地面积约 １４ ｋｍ２，平面呈弧形条带，地势东高西低，最高海拔 ＋ ３２０ ｍ，排土场相

对标高 ＋ ３２ ｍ— ＋２００ ｍ． 排土场有不同年限的排放层形成了十几个梯田平台，平台间由陡坡相连，相对

高差在 ３ ｍ—６０ ｍ 之间，边坡较陡（ ＞ ３０°），平盘较为平坦，其土质由排出的页岩、砂岩构成，部分土地得

到了良好的风化［８］ ．
排土场存在的时间较长，一些耐旱、耐碱、耐地表高温的草本植物“入侵”了排土场，如荆条、白茅、

菅草、野谷草等，覆盖率达 ５０％ ，相对高度约 ４０ ｃｍ． 为了改善排土场的生态环境，采用人工种植林地和

工程复垦进行生态恢复，树种主要由榆树和刺槐及少量的紫穗槐组成，树木间生长少量的草本植物． 工
程复垦的目的是建立有利于植物生长的表层和生根层，采取了客土回填的方式，在排放层上覆土３５ ｃｍ，
覆土后分布着旱生草本植物相对高度约 ５０ ｃｍ，盖度达到 ７５％ ，无林地覆盖．
１． ２　 样品采集

本研究选取了工程复垦、人工种植林地、天然草地等 ３ 种恢复措施作为修复地，以荒裸地作为对照．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进行取样，每个样地按“之”型取 ５ 个样点，５ 点土样混匀后作为该取样小区的样品．
每个样地分别取距离地表 ０—１０ ｃｍ 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处土样． 其中，工程复垦为覆土 ２ 年，人工林地选择乔

木———榆树和刺槐以及灌木———紫穗槐；天然草地为排土年限在 １５—２５ 年之间，“入侵”的草本植物种

类较多，荒裸地为排土年限在 ８—１５ 年之间，植被稀少． 修复地均在平盘取样，荒裸地在边坡取样． 榆树

为 ５ 年龄，密度为每公顷 ８２５ 株，平均胸径为 ７． ４１ ｃｍ，平均树高 ６． ２５ ｍ；刺槐为 ５ 年龄，密度为每公顷

１７００ 株，平均胸径为 ８． ９４ ｃｍ，平均树高为 ７． ６５ ｍ，紫穗槐为 ４ 年龄，密度为每公顷 ９５０ 株，平均胸径为

２． １４ ｃｍ，平均树高 ２． ６８ ｍ．
将新鲜土样打碎、混匀，去除杂质、石砾等，过筛（２ ｍｍ），一部分装入无菌塑料袋内，贮存于 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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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中备用，并尽快进行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测定，另一部分于室内自然风干，研磨、过筛，供土壤养

分的测定．
１． ３　 土壤养分测定

土壤含水量、ｐＨ（水 ∶ 土 ＝ ２． ５ ∶ １）、有机质、全 Ｎ、全 Ｐ、全 Ｋ、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的测定方法参

见《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９］ ．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恢复措施下土壤养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土层深度 恢复措施 含水量 ／ ％ ｐＨ 值 有机质 全 Ｎ 全 Ｐ 全 Ｋ 碱解氮 速效磷 速效钾

工程复垦　 　 １０． ７３ ７． ４１ ４． ６３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７２． ４２ ６． ５６ １９． ０３ ９６． ３

种植榆树　 　 １５． ５３ ８． ０７ １５． ３０ １． ４７ ０． ３９ ７２． ２３ １５． １２ ２３． ３５ ５５６． ３

０—１０ ｃｍ 种植刺槐　 　 ２０． ０６ ７． ２３ １６． ２８ ２． ４９ ０． ４３ ７０． ３６ ２９． ８７ ２２． ５０ ９１６． ５

种植紫穗槐　 １４． ３０ ８． １０ １５． ４８ １． ４３ ０． ４０ ６９． ３１ １５． ５０ ２３． ４２ ３８８． ０

天然草地　 　 １３． ７１ ７． ７８ １５． ４２ １． ５９ ０． ４４ ７５． １９ １７． ８３ ２１． ２９ ３８３． ０

荒裸地　 　 　 １５． １４ ８． ２０ １３． ９９ ０． ５０ ０． ０９ ４２． ０７ ９． ９６ １８． ２０ ２９９． ０

工程复垦　 　 １０． ９４ ７． ６９ ３． ８５ ０． ２１ ０． ２９ ６８． ３０ ２． ３９ １８． ７０ ７１． ０

种植榆树　 　 １７． ５３ ８． １４ １５． ０２ ０． ４９ ０． ３８ ６９． ９０ ４． ７６ ２１． ９０ ５０２． ０

１０—２０ ｃｍ 种植刺槐　 　 ２２． ３５ ７． ９０ １５． ００ １． ５９ ０． ２９ ６９． １２ １６． ７１ １９． ０１ ６６６． ０

种植紫穗槐　 １５． ９８ ８． ３６ １５． １５ １． ０６ ０． ３６ ６８． ６０ ９． ５６ ２２． ０７ ３６０． ０

天然草地　 　 １７． ４３ ７． ９９ １５． ２５ １． ５４ ０． ４３ ５９． ５４ １２． ８４ １９． ２９ ２４８． ０

荒裸地　 　 　 １８． ０９ ８． ４７ １１． ７２ ０． ３４ ０． ０８ ３９． １３ ３． ２８ １５． １５ ２４４． ０

　 　 注： 有机质、全 Ｎ、全 Ｐ、全 Ｋ 单位为 ｇ·ｋｇ － １； 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单位为 ｍｇ·ｋｇ － １ ．

１． ４　 土壤酶活性测定

土壤脲酶的活性测定采用次氯酸钠比色，单位为 ＮＨ３ ⁃Ｎ ｍｇ·ｇ － １·２４ ｈ － １·３７ ℃ － １；土壤蛋白酶活性测

定采用酪蛋白酸钠比色法，单位为 ＮＨ３ ⁃Ｎ μｇ·ｇ － １；土壤蔗糖酶活性测定采用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单位

为酚 ｍｇ·ｇ － １·２４ ｈ － １；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测定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单位为酚 ｍｇ·ｇ － １·２４ ｈ － １；土壤脱

氢酶活性测定采用 ＴＴＣ 比色法，单位为 ＴＰＦ μｇ·ｇ － １；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测定采用容量法，单位为

０􀆰 ０２ ｍｏｌ·Ｌ － １ ＫＭｎＯ４ ｍＬ·ｇ － １·２０ ｍｉｎ － １，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取平均值，具体方法参见《生态学常用实验

研究方法与技术》 ［１０］ ．
１． ５　 土壤微生物量的测定

土壤微生物量碳（ＳＭＢＣ）采用氯仿熏蒸⁃Ｋ２ＳＯ４提取法，提取液中的有机碳用 ＴＯＣ 动分析仪测定，氯
仿熏蒸土壤和未熏蒸土壤提取的有机碳测定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０． ３５），即得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

土壤微生物量氮（ＳＭＢＮ）采用氯仿熏蒸⁃Ｋ２ＳＯ４提取，凯氏定氮仪法测定，氯仿熏蒸土壤和未熏蒸土

壤提取的土壤氮量测定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０． ５４），即得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１２］

１． ６　 数据统计

所得数据为 ３ 个重复的平均值，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图形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进行 ＬＳＤ 检验（ ｌｏｗｅ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Ｐ ＝ ０． ０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恢复措施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中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土壤的利用和管理方式、植被覆盖量以及植物根系的分泌

物等均会对土壤酶活性产生影响． 从表 ２ 可见，不同恢复措施下土壤酶活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结果表明

（表 ２），煤矿排土场不同恢复措施地土壤酶活性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同一土壤深度中，除过氧化氢酶

和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蛋白酶以外，修复地的土壤酶活性均显著高于荒裸地（Ｐ ＜ ０． ０５）． 在 ０—１０ ｃｍ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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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修复地土壤的脲酶、蛋白酶、蔗糖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分别是荒裸地的 １． ９２—９． ０５、１． ８３—６． ００、
６􀆰 ０６—１１３． ５４ 和 １． ９９—５． ７０ 倍，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分别为 ４． ８０—３１． ７８、０． ９７—２． ０５、５． ６８—１３３． ７４ 和

１􀆰 ９７—５􀆰 ９２ 倍． 说明在排土场进行生态修复对提高土壤蔗糖酶活性最为显著． 在修复地中，人工种植林

地和自然恢复两种恢复措施在提高上述 ４ 种土壤酶活性方面强于工程复垦措施，过氧化氢酶活性则表

现为工程复垦措施最强而人工林地较低．

表 ２　 不同恢复措施下的土壤酶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土层深度 恢复措施
脲酶 ／

（ｍｇ·ｇ － １）
蛋白酶 ／
（μｇ·ｇ － １）

蔗糖酶 ／
（ｍｇ·ｇ － １）

碱性磷酸酶 ／
（ｍｇ·ｇ － １）

过氧化氢酶 ／
（ｍＬ·ｇ － １）

工程复垦 ０． ４０５ｃ ６７． ５４０ｅ ０． ９６４ｃ １３１． ３８０ｃ ２． １５０ａ

种植榆树 １． ９１０ａ １５１． ７００ｂ １７． ６６６ａ ３５３． ３３０ａ １． ５００ｂ

０—１０ ｃｍ 种植刺槐 １． ０９０ｂ ２２１． ８７０ａ １８． ０５１ａ ３０５． ４６０ｂ １． １５０ｃ

种植紫穗槐 ０． ９９３ｂ ９５． ３２０ｄ ８． ３４８ｂ ３７６． ４７０ａ １． ０００ｃ

天然草地 １． ７６７ａ １１５． ７８０ｃ １８． ０５３ａ ３６９． ６８０ａ １． ６６５ｂ

荒裸地 ０． ２１１ｄ ３６． ９７０ ｆ ０． １５９ｄ ６６． １００ｄ １． ８５０ｂ

工程复垦 ０． ２３５ｃ ３５． １５０ｃ ０． ３２４ｃ ８６． ９２０ｃ ２． ０００ａ

种植榆树 １． ５５７ａ ６７． ６７０ａ ２． ５８４ｂ １５３． ２７０ｂ ０． ６５０ｄ

１０—２０ ｃｍ 种植刺槐 ０． ９９３ｂ ５４． ４１０ｂ ０． ２１９ｃ １５６． ０８０ｂ １． ０００ｃ

种植紫穗槐 ０． ７３１ｂ ５６． ０６０ｂ ７． ６２３ａ ２６１． ５２０ａ ０． ６００ｄ

天然草地 １． ３００ａ ７４． ４１０ａ １． ５８３ｂ ２３６． １８０ａ １． ５００ｂ

荒裸地 ０． ０４９ｄ ３６． ２３０ｃ ０． ０５７ｄ ４４． １５０ｄ １． ０００ｃ

　 　 注：同列肩标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其中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在修复地中，人工种植榆树和天然草地的恢复措施利于提高土壤脲酶活性；人工种植刺槐在提高表

层土壤蛋白酶活性方面最为突出；人工种植榆树、刺槐和天然草地显著提高表层土壤中的蔗糖酶活性；
人工种植紫穗槐和天然草地能有效提高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工程复垦能有效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

活性．
土壤酶来源于植物残体分解和微生物代谢所释放的酶，修复地的植被覆盖率及其土壤中的微生物

数量高于荒裸地，因此修复地中与土壤中 Ｎ 素循环相关的脲酶和蛋白酶、反应土壤有机碳转化能力的

蔗糖酶以及能够催化有机磷化合物矿化的磷酸酶的活性高于荒裸地．
由表 ２ 可知，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在提高土壤酶活性方面的效果显著，这是由于林地的落叶层丰

富、根系发达，因此能够释放更多的酶，表现为土壤酶活性较高． 另一方面，酶发挥其活性需要相应的激

活剂，如 Ｃａ２ ＋ 、Ｍｇ２ ＋ 和 Ｚｎ２ ＋ 等，由于养分贫瘠的土壤中含有较少含量的酶激活剂，从而抑制了土壤酶的

活性． 人工种植林地的过氧化氢酶活性低于其他修复地，这是由于林地土壤养分含量较充分，微生物数

量较高，使其土壤生态环境强于其他恢复措施土壤． 由于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的生物特性在适宜的环境

中抗逆性会降低，因此导致人工林地中分解土壤中有害物质的过氧化氢酶活性低于其他恢复措施土壤．
天然草地中土壤碱性磷酸酶和蔗糖酶活性甚至高于林地，这与王艳超［１３］ 的研究结果（土壤酶活性

表现为人工林 ＞自然恢复 ＞新尾矿）略有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的土壤条件造成的． 植物根系代谢

产物的成分、土壤微生物的生理特性和土壤养分的差异均会影响土壤的酶活性． 天然草地属于自然恢复

地，其植被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生长期短，与工程复垦和人工种植林地相比，天然草地能自主地适应煤矿

排土场土壤的恶劣环境，能较早地使大量的枯枝落叶及腐败根系产生的腐殖质归还到土壤中，因此使天

然草地中某些土壤酶活性较高．
２． ２　 土壤酶活性的垂直分布

排土场土壤酶活性在垂直分布上呈现出 ０—１０ ｃｍ 土层高于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的规律，所研究的 ５ 种

土壤酶的活性均随深度的增加而递减（表 ２）． 这是因为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中植物根系密集，植物残体以及

土壤微生物数量较多，同时土壤养分含量高、酶作用的底物多，因此土壤酶活性较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高，这
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３，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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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恢复措施地中土壤蔗糖酶、蛋白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在土层间表现出的差异较脲酶和过氧化氢

酶活性大． 土壤过氧化氢酶能够反映土壤生物的氧化强度，在排土场深层土壤和表层土壤中，土壤生物

氧化作用的环境条件比较相似，导致这两种土壤酶活性受土壤深度的影响较小． 脲酶能够水解有机质，
其活性受土壤深度的影响较小，是由于露天矿排土场植被覆盖率及其种类较健康土壤少，导致土壤中腐

殖质含量贫乏，不同土壤深度中的有机质含量区别不大（表 １），从而使表层土壤中的脲酶活性与深层土

壤相比没有显著提高．
２． ３　 恢复措施对土壤微生物量的影响

表 ３ 为排土场不同恢复措施下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 的变化． 在表层土壤和深层土壤中，人工林地和

天然草地的土壤微生物量 Ｃ 和 Ｎ 均显著高于荒裸地，而工程复垦地与荒裸地间无显著差异，在垂直分

布方面为微生物量 Ｃ、Ｎ 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在 ０—１０ ｃｍ 土层中，３ 种林地和天然草地微

生物量 Ｃ 是荒裸地的 ２． ４６—３． ８５ 倍，工程复垦仅为 ０． ９５ 倍，大小依次为人工林地 ＞ 天然草地 ＞ 荒裸

地 ＞ 工程复垦地，３ 种林地间大小依次为榆树林地 ＞ 刺槐林地 ＞ 紫穗槐林地；林地和天然草地的微

生物量 Ｎ 是荒裸地的 １． ２３—２． ６５ 倍，工程复垦地为 １． １９ 倍，大小依次为人工林地 ＞ 天然草地 ＞ 工程

复垦地 ＞ 荒裸地． 在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中，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的微生物量 Ｃ 和 Ｎ 分别是荒裸地的

１􀆰 ７３—２． ３７ 倍和 ３． ８３—７． ６７ 倍，工程复垦为 １． ０３ 和 １． ５２ 倍． 大小均表现为人工林地 ＞ 天然草地 ＞
工程复垦地 ＞ 荒裸地． 在 ３ 种林型间表现为乔木（榆树和刺槐）在提高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 方面优于灌

木（紫穗槐）． 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在表层土中为工程复垦地和荒裸地显著低于其他修复地，在深层土壤

中则表现为荒裸地显著高于修复地，在修复地中工程复垦高于天然草地和紫穗槐林地，而榆树和刺槐林

地显著最低．
土壤微生物量 Ｃ 能够反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变化． 林地的地上部枝繁叶茂，地下部根系发达，土壤

有机质含量高，微生物可利用的营养物质的量大，因此，种植乔木和灌木在提高微生物量 Ｃ 方面的作用

显著，这意味着种植林地能够促使土壤中更多的 Ｃ 素积累在微生物体内． 工程复垦地的土壤为生土，缺
乏有机质，荒裸地土壤环境恶劣，有机质及其他养分匮乏，在这样的土壤环境中，微生物为了维持生长需

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导致土壤微生物对能源碳的利用率降低，土壤微生物量 Ｃ 低于其他恢复措施．
土壤微生物量 Ｎ 是微生物对土壤 Ｎ 素矿化与固持作用的综合反映，在排土场进行生态修复的几种

措施均能显著提高微生物对 Ｎ 素的累积，人工种植林地和自然恢复两种修复措施的作用更强，其中种

植榆树和刺槐的效果最显著．

表 ３　 不同恢复措施下的微生物量 Ｃ、Ｎ 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 ａｎｄ 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恢复措施

０—１０ ｃｍ 土层

微生物量 Ｃ ／
（ｍｇ·ｋｇ － １）

微生物量 Ｎ ／
（ｍｇ·ｋｇ － １）

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

恢复措施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

微生物量 Ｃ ／
（ｍｇ·ｋｇ － １）

微生物量 Ｎ ／
（ｍｇ·ｋｇ － １）

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

工程复垦 ８８． ５６ｄ ２９． １２ｂ ３． ０４ｄ 工程复垦 ４４． １７ｃ ３． ７３ｄ １１． ８３ｂ

种植榆树 ３５７． ９５ａ ６１． ４０ａ ５． ８３ｃ 种植榆树 １００． ９５ａ １８． ８７ａ ５． ３５ｄ

种植刺槐 ３１５． １４ｂ ６４． ８０ａ ４． ８６ｃ 种植刺槐 １０１． ５７ａ １８． １５ａ ５． ６０ｄ

种植紫穗槐 ３１２． ８９ｂ ３０． ８４ｂ １０． １５ａ 种植紫穗槐 ９９． ６９ａ １３． ３６ｂ ７． ４６ｃ

天然草地 ２２８． ４７ｃ ３０． ０６ｂ ７． ６０ｂ 天然草地 ７４． ３８ｂ ９． ４２ｃ ７． ９０ｃ

荒裸地 ９２． ９４ｄ ２４． ４３ｃ ３． ８０ｄ 荒裸地 ４２． ８８ｃ ２． ４６ｄ １７． ４３ａ

　 　 注：同列肩标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其中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Ｐ ＜ ０． 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土壤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可以反映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信息，能够反映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区

系［１５］ ． 排土场不同恢复措施地土壤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之间存在差异是由于各恢复措施土壤中微生物

区系不同造成的［１６］ ． 不同种类的微生物对土壤 Ｃ 素和 Ｎ 素的累积水平存在差异，因此会造成土壤微生

物量 Ｃ ／ Ｎ 比值的变化． 在所研究的恢复措施中，多数的恢复措施地均表现为深层土壤高于表层土壤，该
结果与杨成德等［１７］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榆树林地和紫穗槐林地 １０—２０ ｃｍ 土层中的土壤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低于 ０—１０ ｃｍ 土层，说明与其他恢复措施相比，榆树林地和紫穗槐林地的深层土壤中有较多的氮

被微生物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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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土壤酶活性、微生物量与土壤养分的相关性分析

排土场不同生态恢复措施下土壤养分因子与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与土壤养分状况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项目 脲酶 蛋白酶 蔗糖酶 碱性磷酸酶 过氧化氢酶 微生物量 Ｃ 微生物量 Ｎ

含水量 ０． ２１８ ０． ２３３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１ － ０． ６６０∗ ０． ０７２ ０． １１６

ｐＨ 值 － ０． １０１ － ０． ５５０ － ０． ３０１ － ０． １７８ － ０． ４９０ － ０． ２６３ － ０． ４８２

有机质 ０． ６０７∗ ０． ４３５ ０． ４８４ ０． ５６７ － ０． ６３８∗ ０． ４９７ ０． ３６３

全 Ｎ ０． ６０５∗ ０． ８０４∗∗ ０． ７１３∗ ０． ７５９∗ － ０． ２６６ ０． ７０３∗ ０． ６５０∗

全 Ｐ ０． ７４７∗∗ ０． ６０１∗ ０． ５８８∗ ０． ７８５∗∗ － ０． ０９２ ０． ７００∗ ０． ４３９

全 Ｋ ０． ６１８∗ ０． ４６７ ０． ５１３ ０． ６３５∗ － ０． ０１６ ０． ５３６ ０． ５２９

碱解氮 ０． ４９２ ０． ８４９∗∗ ０． ７２６∗∗ ０． ６８５∗ － ０． １３０ ０． ７３７∗∗ ０． ７５２∗∗

速效磷 ０． ７２１∗∗ ０． ６５２∗ ０． ７２１∗∗ ０． ８４８∗∗ － ０． ２９８ ０． ７８４∗∗ ０． ６６０∗

速效钾 ０． ５１６ ０． ７３４∗ ０． ５７７∗ ０． ４５６ － ０． ５１０ ０． ６１４∗ ０． ６７９∗

　 　 注：∗表示相关系数达到显著水平（２⁃ｔａｉｌｅｄ）；∗∗表示相关系数达到极显著水平（２⁃ｔａｉｌｅｄ） ．

所测定的 ５ 种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均与 ｐＨ 值呈负相关，其中过氧化氢酶和微生物量 Ｎ 与

ｐＨ 值的相关性较大，但仍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 ０． ０５）． 可见碱性土壤对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具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脲酶活性与土壤有机质、全 Ｎ 和全 Ｋ 含量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Ｐ ＜ ０． ０５），与全 Ｐ
和速效磷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Ｐ ＜ ０． ０１）． 蛋白酶和蔗糖酶与土壤全 Ｎ、全 Ｐ、碱解氮、速效磷和速

效 Ｋ 含量均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碱性磷酸酶与土壤全 Ｎ、全 Ｐ、全 Ｋ、碱解氮和速效磷之

间呈现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过氧化氢酶与含水量和有机质含量呈现显著负相关． 微生物量 Ｃ、Ｎ 与土

壤全 Ｎ、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之间的相关性达到了显著或极显著水平．
土壤酶能够参与土壤中腐殖质及有机物的分解，参与土壤中养分的固定与释放及多种氧化还原反

应等生化过程． 如脲酶能将有机质分子中的肽键水解成为植物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氮素，蛋白酶参与土

壤中蛋白质及含蛋白质有机物的转化，蔗糖酶参与碳水化合物的转化，磷酸酶参与磷化合物矿化，过氧

化氢酶活性可以表征土壤生物氧化过程的强度． 从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土壤脲酶、蛋白酶、蔗糖酶和

碱性磷酸酶的活性与土壤养分含量以及植物可吸收利用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呈显著或极显著的

关系，这与土壤酶能够酶促土壤中含氮化合物和碳水化合物等物质水解产生可供植物吸收的养分这一

原理相吻合． 过氧化氢酶与土壤养分含量呈负相关，这是由于在土壤养分含量高的土壤中，对植物有害

的过氧化氢量较少，因此以过氧化氢为底物的过氧化氢酶活性较低，该结果与刘梦云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１８］ ． 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 与植物可直接利用的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之间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或极显

著的水平，说明土壤微生物在土壤能量与物质循环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以上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与土壤养分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

Ｎ 能很好地反映露天矿排土场的土壤肥力状况，可以作为评价土壤质量的生物学指标．

３　 结论

荒裸地相比，对露天矿排土场进行生态修复能够显著地提高土壤酶活性． 其中，工程复垦措施能显

著提高过氧化氢酶活性，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则在提高脲酶、蛋白酶、蔗糖酶和碱性磷酸酶活性方面较

为显著． 在垂直分布方面，土壤酶活性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递减．
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能显著地提高土壤微生物量 Ｃ、Ｎ，其中人工林地的能力最强，天然草地次之，

而工程复垦则与荒裸地相差无异． ３ 种林地中，榆树在提高微生物量碳方面的能力优于刺槐和紫穗槐，
而刺槐则在提高微生物量氮方面效果最佳． 微生物量 Ｃ ／ Ｎ 比值在表层土中为人工林地和天然草地显著

高于其他恢复措施土壤，在深层土壤中则表现为荒裸地最高． 土壤微生物量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而

降低．



　 ２ 期 闫晗等：恢复措施对排土场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的影响 ３３３　　

相关性分析表明，所测定的土壤酶活性和土壤微生物量与土壤养分之间呈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关

系． 可以推断，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能够敏感地反映土壤的养分水平，可以作为评价土壤质量的

生物学指标． 综合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量 Ｃ、Ｎ 的测定结果来看，３ 种恢复措施对于土壤环境的改善能力

依次为人工林地 ＞ 天然草地 ＞ 工程复垦地，在人工林地的树种选择上为乔木优于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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